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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奥斯陆》中佩雷斯式角色的伦理困境及其戏剧呈现
刘欢颜 徐文雅

盐城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，江苏盐城，224051；
摘要：本文以罗杰斯的戏剧《奥斯陆》及同名电影为对象，聚焦佩雷斯式角色，围绕“鸽派”私人选择与国家

责任，从三重维度剖析其伦理困境及戏剧呈现，探究当代英美戏剧战争叙事伦理指向。分析角色和平理想认知

与国家利益的冲突及内心撕裂，结合秘密谈判等场景，揭示私人调解灵活性与国家权力规范性的矛盾及角色伦

理悖论，探讨角色为短期停火让步的妥协与长远利益的博弈，并借角色结局反思“鸽派”选择与国家责任的关

系。研究表明，该角色困境是和平理想与现实政治的碰撞，其呈现既具象“鸽派”处境，也提炼出平衡多维度

关系的战争叙事伦理启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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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当代英美戏剧的战争叙事版图中，伦理冲突始终

是穿透历史硝烟、叩击人性深处的核心命题。作为罗杰

斯在评论界和商业上最成功的作品，《奥斯陆》聚焦于

以定居者殖民主义为根源的长期冲突——巴以冲突。[1]

该剧及其同名改编电影以巴以秘密谈判为叙事核心，将

战争与和平的宏大命题聚焦于鸽派角色的私人选择与

国家责任的张力之间，为当代英美戏剧的战争叙事伦理

研究提供了典型样本。本文以《奥斯陆》中的佩雷斯式

角色为研究对象，通过解码其以个人善意撬动历史杠杆

的行动逻辑，剖析佩雷斯式角色的伦理困境及其戏剧呈

现，探究当代英美戏剧战争叙事的伦理指向。

1个体良知与国家忠诚的伦理张力

在《奥斯陆》这一作品中，佩雷斯式角色的伦理困

境根植于战争创伤对个体道德认知的撕裂，其私人选择

与国家责任的冲突恰是在个人利益与良知的博弈中具

象化。战争创伤并非直白的暴力复刻，而是渗透于角色

潜意识的恐惧与愧疚。正如电影女主角莫娜所说：“你

们缠斗撕杀了五十年，母亲跟儿女都因此丧生，问题依

旧无解。”[2]如此可见，战争无论对于哪个阶层的人或

是家庭来说，无疑是具有毁灭性的。在戏剧《奥斯陆》

中，以色列代表萨维尔与巴勒斯坦代表库赖发生激烈争

吵，萨维尔喊道：“在我们国家，我们认为你们就是恐

怖分子，天天想着把我们赶尽杀绝。”库赖则回敬道：

“在我们国家，我们认为你们就是茹毛饮血的野人，你

们的军队的娱乐活动就是枪杀我们的孩子”。[2]这些话

语不仅是双方矛盾的激烈碰撞，也反映出他们内心深处

因战争而产生的对对方的恐惧与仇恨，以及长期以来被

战争创伤所影响的道德认知。

佩雷斯式角色对和平的初始认知带有强烈的理想

主义色彩——其眼中的和平调解是基于个体的理性对

话，即通过战争双方放下仇恨、让步妥协来实现以对话

代替杀戮的简单逻辑。“只要让他们坐在一张桌子前，

看到彼此不是‘敌人’而是‘人’，流血就能停止。”

[2]这种认知忽略了巴以冲突中宗教、领土、历史仇恨交

织的复杂性，也低估了国家利益的刚性，他们并未意识

到和平是在现实中依附于国家主权、安全利益等不可退

让的政治筹码，这种认知偏差为后续的伦理撕裂埋下伏

笔。尽管战争双方始终无法完全妥协退让，但和平谈判

已经成为了必然趋势。正如以色列很多人认识到：巴勒

斯坦人是不可能通过武力去征服的，与巴勒斯坦人特别

是与以阿拉法特为首的巴解组织谈判已经无法回避。[3]

然而萨维尔得知秘密谈判需向以色列政府隐瞒部分让

步条件时，深夜独坐办公室内心挣扎：“我在为这个国

家的未来铺路，可现在，我像个背叛者——向自己的政

府撒谎，向等待安全的国民隐瞒。”[2]显然，当和平进

程进入实操阶段，和平与忠诚义务的不可调和性逐渐凸

显，个体良知与集体忠诚的对抗在此达到顶峰。

和平理想与现实政治的复杂性，进一步放大了角色

的伦理困境，其内心独白也不断映射出理想与现实的碰

撞。当巴勒斯坦代表提及难民回归权，而以色列政府明

确将此列为不可谈判项时，萨维尔的独白充满无力：“我

以为和平是‘各退一步’，可现实是，有些‘步’，国

家不允许你退。”[2]这种困境来源于现实政治的复杂性

——和平谈判并非单纯的道德对话而是国家利益的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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弈，角色理想中基于良知的调解，在领土、难民等刚性

议题面前不堪一击，内心独白中反复出现的挣扎与矛盾，

则成为这种冲突的直接戏剧呈现。

2私人谈判与公共权力的伦理边界

在电影《奥斯陆》中，挪威外交官莫娜与丈夫拉森

以非官方私人调解者身份介入巴以冲突，其行动始终游

走于私人灵活性与国家规范性之间。这种矛盾在秘密谈

判、信息隐瞒与利益交换等戏剧场景中集中爆发，揭示

了“鸽派”角色在推进和平进程时面临的伦理悖论：私

人调解的效率依赖对程序规范的突破，而国家责任则要

求行动必须符合公共利益框架。

非官方私人调解的灵活性与国家权力的规范性从

调解启动阶段便形成尖锐矛盾。私人调解的优势在于脱

离官方谈判的程序桎梏——无需经过多层审批、不必顾

忌公开舆论压力，可在巴以双方间直接传递敏感诉求。

“官方谈判要走三个月流程，可加沙的孩子等不了三个

月。绕开那些规则，我们才能真正靠近和平。”[2]这种

对灵活性的依赖，却与国家权力对规范性的要求背道而

驰。当以色列官方得知谈判未经授权，要求对方立即终

止并提交全部记录时，拉森却选择销毁部分涉及领土让

步的谈判笔记。莫娜夫妇的调解策略从一开始便绕过国

家正式渠道，他们以学术会议为掩护，将巴以代表秘密

安排在挪威私人庄园，甚至用 36个问题实验快速拉近

双方心理距离。当以色列代表萨维尔质问“你们凭什么

代表挪威政府”[2]时，莫娜的沉默暴露了其行动虽基于

人道主义信念，却缺乏国家授权的规范性支撑。在公开

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，把谈判引入秘密状态下进行通常

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[4]此处的伦理难题在于私人调解的

灵活性本是为突破公共权力的僵化，却因缺乏权力授权

而沦为越权行为，角色既需借灵活性推进谈判，又需承

担违背国家规范的道德风险，私人行动与公共权力的伦

理边界在此变得模糊。

私人行动的戏剧化伦理博弈，在秘密谈判、信息隐

瞒、利益交换等核心场景中被推向极致。在原则声明的

起草过程中，莫娜夫妇刻意维持信息不对称以推动妥协。

例如，他们隐瞒了以色列对犹太定居点问题的强硬立场，

同时向巴方暗示以色列可能在难民回归问题上让步。当

巴方财政部长用挪威鲑鱼比喻和平的“珍贵而难钓”时，

莫娜微笑回应，却未提及协议中埋藏的定时炸弹——对

核心争议问题的模糊处理。这种信息操控在伦理层面引

发双重困境：一方面，私人调解者需通过隐瞒部分真相

来维持谈判动力；另一方面，国家责任要求行动必须符

合公众知情权。“我在拿国家利益做和平的赌注，赢了

是和平，输了是罪人”[2]的感叹，恰是私人行动与公共

权力伦理博弈的集中写照。

私人调解的风险与国家责任的冲突，在谈判暴露、

公众舆论压力中彻底爆发，导致责任错位的伦理危机。

当秘密谈判被媒体曝光后，以色列国内舆论哗然，反对

者指责角色“擅自出卖国家利益”[2]，支持者则呼吁“尊

重和平努力”[2]，而佩雷斯式角色成为了舆论风暴的中

心。为打破僵局，莫娜夫妇将谈判场景转化为私人社交

空间。他们用苏格兰威士忌、斯堪的纳维亚美食和家庭

照片营造非正式氛围，甚至利用双方代表都有女儿名叫

“玛雅”的巧合建立情感联结。这种人性牌策略在戏剧

高潮中达到顶峰，这一情感攻势迫使对方让步，却也模

糊了私人调解与国家利益的边界。

3短期和平与长期责任的伦理困境

在《奥斯陆》中，佩雷斯式角色的伦理困境还深陷

于短期和平与长期责任的纵向矛盾——为达成即时停

火，不得不搁置核心争议、让步部分国家利益，却又需

承受多方面的道德拷问。这一困境在时间维度上呈现为

即时妥协与战略坚守的矛盾，而戏剧通过角色结局的双

重设计，揭示了私人选择与国家责任不可调和的张力。

短期停火与长期和平的矛盾，在角色搁置核心争议

的妥协中具象化，成为时间维度伦理困境的起点。巴以

冲突的核心矛盾——领土划分、难民回归权、耶路撒冷

归属等，恰是长期和平的关键支柱，却也最易成为短期

停火的阻碍。在秘密谈判的初期，贝林代表以色列政府

做出了关键性妥协：允许巴解组织财务大臣库赖以学术

代表身份参与会谈，而非直接承认其政治组织合法性。

这一策略性让步看似为短期停火创造了条件，实则埋下

了长期和平的隐患。更具争议的是对犹太人定居点问题

的搁置。当巴方代表阿斯福尔提出将定居点纳入议程时，

贝林以政治现实主义为由拒绝讨论，转而聚焦于加沙与

杰里科的自治安排。这一选择通过贝林与鹰派军官冈德

森的激烈冲突得以外化：冈德森怒斥“我们用领土换取

了纸上的和平”[2]，而贝林则反驳“没有停火，连谈判

的纸都不会有”。[2]这种短期利益优先的逻辑，在现实

中直接导致了 1995年拉宾遇刺后协议的崩溃。这种抉

择的本质是即时生命保护与根本问题解决的伦理优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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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之争，尽管短期停火能直接减少伤亡，却可能因核心

争议未决导致冲突复燃。贝林的角色困境在安全承诺与

道德责任的冲突中达到高潮。《奥斯陆协议》只是巴以

间全面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粗线条的原则性框架。[5]当巴

方要求以色列承认其民族权利时，贝林私下向莫娜透露：

“我可以让步语言，但不能让步生存。”[2]这种将国家

安全置于集体利益之上的选择，在戏剧中通过贝林与妻

子托瑞尔的对话被解构为“父亲的自私”——他像保护

家庭一样保护国家，却忽视了更广泛的巴勒斯坦人的生

存权。更具戏剧张力的是贝林与学者蓬达克的辩论。蓬

达克主张真正的和平需要承认对方的民族叙事，而贝林

则坚持安全是和平的前提。这种对立在现实中对应着

1993年协议未解决的难民回归权问题——以色列通过

限制回归人数维护了人口结构安全，却牺牲了巴勒斯坦

人的集体记忆。戏剧化叙事中的角色结局与“鸽派”寓

意，为这一时间维度的伦理困境提供了叙事回应。《奥

斯陆协议》是中东和平进程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突破

[6]，但以色列国内仍有大量声音指责其让步过多，巴勒

斯坦方也因核心争议未决而对协议不满。贝林虽促成协

议签署，却因拉宾遇刺陷入自我怀疑：“我们建了一座

沙堡，潮水一来就塌了。”[2]这种对短期成果的否定，

在失败场景中被强化为伦理忏悔。

罗杰斯能将《奥斯陆》成功搬上舞台，也让观众更

易理解：当年那些历史人物为何会相信自己能促成和平。

[7]戏剧的终极启示在于揭示“鸽派”的伦理局限性：私

人选择可以推动停火，但无法替代国家责任的战略坚守。

当贝林在终场戏中焚烧谈判文件时，火焰的特写镜头象

征着短期妥协的虚幻性——纸上的协议可以燃烧，但土

地与民族的矛盾永远存在。该戏剧提供了一种看似能带

来救赎的简化方案，并巧妙地用真实历史无情地拆解其

核心理论，并在揭示这种救赎方案局限性的时刻收尾。

[8]在《奥斯陆》所构建的复杂伦理场域中，佩雷斯式角

色犹如站在十字路口的行者，其每一步抉择都深陷个体

良知与国家忠诚的激烈撕扯、私人谈判与公共权力的微

妙博弈，以及短期和平与长期责任的艰难权衡之中。戏

剧以角色的内心独白与行动抉择为载体，将抽象的伦理

矛盾具象化，既揭示了和平进程中理想与现实的永恒差

距，也展现了“鸽派”在夹缝中坚守良知的精神韧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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